吴越诸王与沙州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同佛教关系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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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动荡时期，中原地区历经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被传统史家视为正统，与五代并存的十国政权及其他地方势力，如沙州（今敦煌）曹氏归义军在政治地位上则被视为臣属于五代，甚至被视为外夷，宋初时期的情况亦基本如此。
在这个特殊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亦表现出了一些特点，其表现之一就是代表非正统的政权或势力所辖区的佛教发展甚为兴盛，十国及其他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基本上均采取扶持佛教的态度。在十国之中，吴越、闽、南唐等国佛教发展均甚兴盛，而吴越尤最。在其他地区独立政权中，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佛教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关于吴越国创立的时间，官修正史中一般是以893年钱鏐（852-932）受封为镇海节度使管理杭州开始，但是学界有时是以开平元年（907）钱鏐被后梁封为“吴越王”时正式算起，直到978年钱俶（929-988）纳土降宋为止。
为了与后面所述的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时间上相统一，这里我们亦采用后一种观点。敦煌归义军的建立是在唐大中五年（851）。唐贞元二年（786），吐蕃军队攻陷沙州，敦煌历史进入到吐蕃统治时期。
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玛被僧人刺杀，吐蕃内乱，蕃占区各族人民纷纷通过起义来摆脱吐蕃政权的统治，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领蕃汉军民赶走了吐蕃统治者，并派遣使者入唐告捷。大中五年（851），唐朝在敦煌设立归义军，首任节度使为逐蕃归唐的敦煌人张议潮，敦煌历史进入到张氏归义军时期。天复十年（910），张氏归义军最后一任节度使张承奉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皇帝”。后梁乾化四年（914），敦煌大族曹议金取代张承奉自立，废掉金山国号，重建归义军，并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敦煌历史进入到曹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的历史一直延续至11世纪初。而归义军政权与吴越国在时间上重叠的主要是曹氏归义军时期（848-11世纪初）的前半期，而这时期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依次为曹议金（914-935）、曹元德（935-939）、曹元深（939-944）、曹元忠（944-974）、曹延恭（974-976）、曹延禄（976-1002）。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吴越国主和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均对佛教采取了扶持的态度，故杭州和沙州为当时的两大佛教重镇，而吴越国佛教与沙州归义军佛教亦可被视为是当时中国南方和北方佛教的两个典型代表，两地的佛教在表现出一致性的同时，又在佛教宗派、义理研习、寺院性质、僧侣生活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故对两地佛教进行比较研究，不但对五代宋初时期中国区域佛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会丰富五代宋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容。本文则主要是对吴越诸王和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同佛教的关系进行述论比较。
一、 崇佛行为

吴越国与敦煌曹氏归义军统治者的崇佛行为表现在诸多方面，而兴建与佛教有关的建筑物为其中主要表现之一。但是吴越国诸王主要是大兴寺院、寺塔和经幢等，而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则主要是开凿石窟。

天宝四年(911)，吴越国首位国王钱鏐因“仁王废院掘地得大钱，王(钱鏐)以为瑞应，命建大钱寺，于其地设宝幢二。又舍安国县宅基为寺，请额于梁，曰‘光孝明因’。”
《吴越备史》卷2记载，钱鏐于贞明二年(916)十二月命时任惠州防御使的五弟钱铧“率官吏僧众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同时，钱鏐还曾“于杭州梵天寺建七级木塔”
。寺塔之建外，钱鏐亦兴立经幢，除了前述于大钱寺建二经幢外，还在911年于招贤寺、913年于天竺日观庵各建一经幢，924年于海会寺建二经幢，经幢之上所刻陀罗尼经。
《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载，后唐清泰二年(935)，第二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建寺于府城外前百步，起楼号曰‘奉恩’，请寺额于唐……唐主不允，锡（赐）名曰‘千春’。”后晋天福二年（937），又“建相严院于国城西”。天福三年(938)，又“建净空院于国城(杭州)之北山，又建昭庆律寺。”天福四年（939），因“僧道翊得奇木于前涧，斲为观世音法身，王(钱元瓘)命建天竺道场。又建天长净心寺于国城。”天福六年（941）六月，又“建甘露寺于南山”
。除前述净空寺、昭庆律寺等外，钱元瓘兴建的寺院还有甘露寺、化度禅院、观音看经院和龙册寺等。
钱元瓘还于935年在天竺寺造石幢两座。
《十国春秋·忠献王世家》载，天福八年（943），第三位吴越国王钱弘佐“建报国千佛院，又赐晋郭文祠额曰碧沼寺。”开运元年(944)，又“舍瑞萼内园建龙华宝乘院，仍造傅大士塔。又建宝相寺华藏院于国城。”开运二年（945），又“建鹫峰禅院于国城（杭州）之北山”。开运三年（946），又“建宝胜院于北山”。
当然，文献记载中兴建佛寺数量最多的吴越国王是钱俶，作为最后一任国王，钱俶当政30多年，其间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等。如后周广顺元年(951)，“建空律寺，舍旧苑为灵芝寺，因芝生苑内，故名。”广顺三年（953）四月，“建报恩元教寺于城北，荐王妣也”。显德元年(954)，“建慧日永明院，迎僧道潜居之”。宋建隆元年(960)，“王（钱俶）重创灵隐寺，立石塔四”。乾德二年(964)四月，“重建城南宝塔寺，奉武肃王、文穆王、忠献王铜容入内”，同年又“建千光王寺”。乾德三年（965）八月，“重建宝塔寺于城北”、同年又“建天龙寺”。乾德五年（967），又“建净心院于北山”。 开宝元年（968），“建奉先寺于城西，荐文考也。”
由于钱俶建寺颇多，故史载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无筭”
。同时，钱弘俶还大规模营建宝塔。据载，钱弘俶在955年底，开始了造八万四千小宝塔之宏大计划，此计划前后耗时十年才得以完成，这些佛塔以铁或铜涂金而成，塔内壁铸有楷字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金石契》云钱弘俶还遣使送五百座小宝塔到日本。
钱弘俶还于969年在奉先寺立了两座经幢，分别刻有《大佛顶陀罗尼经》和《大隨求即得自在陀罗尼经》。

吴越诸王大兴佛寺、佛塔与经幢是他们崇佛行为的体现，而正是在他们的崇佛影响之下，吴越国寺塔之建非常盛行，数量甚巨。如《五代诗话》卷一引《曝书亭集》曰:“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
而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下诏废佛，同年五月，“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

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寺院数量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十六至十七所，其中尼寺五所，其它为僧寺。
由于地理形势的关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主要是出资开凿佛窟，而非兴建寺塔。据研究统计，属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在莫高窟新开凿的石窟达到30多个，至于重修的洞窟数量可以达到二、三百个。其中属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开凿的有首任节度使曹议金于公元923-925年建成的莫高窟第98窟、公元939年曹元德与其母建成的100窟、940-942年间曹元深建成的454窟、940-945年间曹氏家族住持建成的22窟、950年前后曹元忠建成的61窟、962年前后曹元忠建成的55窟，又966年曹元忠夫妇组织重修了96窟殿堂。
马德先生据莫高窟中没有发现公元980-1002年间的营造记录，从而推测“莫高窟全部洞窟的重修、全部木构殿堂、窟檐的营造以及整个崖面的装修，大概是在980年前后完成的，因此，此后20多年中没有营造活动，莫高窟的洞窟营造告一段落。”
 故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造窟活动应在980年之后就结束了，而这个时间恰与吴越国结束的时间非常接近，亦即吴越国与曹氏归义军统治者兴建寺塔与佛窟的崇佛活动的时间基本一致。

从以上情况来看，吴越国与曹氏归义军统治者均崇信佛教，只是由于地理形势等的不同，在建造与佛教有关的建筑物时有所不同，如吴越国大兴寺院、佛塔和经幢等，而归义军节度使主要是开凿石窟，但是他们崇佛的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双方均将崇佛与祀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即将佛寺与佛窟作为家庙。不管是吴越国统治者还是敦煌归义军统治者，他们兴建寺院或石窟除了崇佛以外，将佛教与崇祀祖先结合起来亦是一个主要目的，从而使得寺院和石窟具有家庙的性质。如前述钱俶于广顺三年（953）四月“建报恩元教寺于城北，荐王妣也”。乾德二年(964)四月，钱俶“重建城南宝塔寺，奉武肃王、文穆王、忠献王铜容入内”。开宝元年（968），钱俶“建奉先寺于城西，荐文考也。”此外，显德元年(954)五月，钱俶命“铸恭懿太夫人铜容二致于奉国、金地二尼寺”。 
显然，钱弘俶建造这些寺院是为了祀奉自己的父母等先祖。同样，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们亦将自己的功德窟变成了家庙祠堂。敦煌莫高窟有许多“家窟”，如大王窟、王僧统窟、翟家窟、阴家窟等等，这些家窟的窟主均是敦煌地区最高统治者节度使、最高僧官都僧统、高级官僚及大家族，敦煌世家大族如阴氏、李氏、吴氏、翟氏、索氏、王氏、宋氏等均在莫高窟建有自己的家窟，在这些家窟中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开凿的主要有被称之为“大王窟”的98窟和被称为“天公主窟”的100窟等，在这些洞窟里面均将已逝祖先、阖家长幼全部绘入，石窟的开凿走向世俗化和社会化，从而使得这些家窟实际上起着窟主所代表的自己宗族家庙祠堂的作用。

二、延引僧人参与政治

前面我们对吴越国王与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崇佛行为进行了简要说明，而崇佛的原因之一就是与政治密切相关。

关于僧侣与吴越政治之间的关系，史载的明确资料并不多，且相关的记载均具有预言性。如《十国春秋》卷79《文穆王世家》记载，钱元瓘出生之前，“有僧持玉羊，大可数寸，献武肃王，且曰：‘得此当生贵儿。’传瓘果以岁丁末生焉。”
又《十国春秋》卷89《僧自新传》载:“天宝间淮南将李涛将寇衣锦军，文穆王奉命为应援使，将兵御敌。至其地，众皆遁去，而自新岿然晏坐军中，问其故，曰：‘左右皆兵耳，去将安适！’时文穆王在众中，衣服与士卒伍，自新忽敛衣致敬，与语久之。及文穆王还，载与俱归，从容问当时何以见识，曰：‘微僧无他术，但睹公骨法非常，确似咸通皇帝御容，故幸得一识也。’”
这里僧自新亦是通过“骨法”，即相术而预言钱元瓘日后必为国主的。诸如此类的记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佛教与政治之间关系有所表明，但是这种关系显得较为隐晦、间接而有所掩饰。最为明白说明僧侣参与政治的当属僧德韶帮助钱弘俶取得王位之事了。《十国春秋》卷89《僧德韶传》载：

开运时，忠懿王镇台州，德韶语王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又曰：“此地非君治所，当速归国城，否则不利矣！”王急归，果有胡进思之变。及袭位，迎德韶入杭州，尊为国师。

从“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来看，僧德韶应是在帮助钱弘俶继承王位，但具体细节，惜史载无文。曾国富先生分析认为“有可能是暗指前述‘获古佛舍利’之事；也有可能是德韶为钱俶继位造过舆论，创造过有利条件。”
并且在最后关键时刻德韶劝说钱弘俶速回杭州并取得了王位，德韶功不可没，而德韶亦因此受到钱弘俶礼遇，尊为国师。

尽管由于传统文献中对佛教与吴越国政治之间关系的明确记载不多，从而使得佛教与吴越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显得较为隐晦，但是学者们一般均认为佛教与吴越国政治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如黄绎勋先生认为吴越诸王的寺塔、经幢之建含有政治目的。
何灿浩先生指出：吴越政权的崇佛本质上是政治与佛教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不同时期崇佛的背景以及祟佛的目的都有很大的区别。如钱鏐时期，由于其正处创业奠基阶段，因此，当时的崇佛主要是求得佛教对其政权发展的佑助。而吴越王钱俶在显德、建隆后的崇佛，实质上是国危时向佛教寻求出路的一种行为，祈佛佑助是求得政治出路。
又曾国富先生认为吴越国崇佛的原因与神化钱氏统治、弥补儒学治国不足等有关。

同佛教与吴越国政治之间的隐晦、间接关系有别，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则显得非常直接，佛教僧侣广泛参与政治。李正宇先生指出：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一直存在僧人从政、干政的现象。
而其中最常见的是以使者身份代表归义军政权出使中原王朝或周边民族政权，下面略举几例以资说明。

P.3718 (2)后唐长兴二年沙州释门僧政灵俊撰《唐河西释门故僧政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范和尚写真赞并序》云:

和尚俗姓范氏，香号海印，则济北郡寺(释)门首净禅公之贵派矣。裕(浴)像膺胎，时为龙沙人也……前王观师别俊，偏奖福田之荣……时遇西戎路间沙漠，雁信难通。举郡诠升，乃命仁师透迳。是以程吞阗域，王宫独步而频邀。累赠珍金宝玩，船车而难返。忽值妖窀起孽，鹊公来而无痊。数设神方，天仙降而未免俄变。生颜稍退，皆嗟落日之悲；桂树萎凋，共叹倾月之切……聊为赞曰……曹公之代，措荐良贤。念师特达，赉紫高迁；承恩骋使，杜隘时穿；东游五岳，奏对朝天；西通雪岭，异域芳传；盂(于)阗国主，重供珍琏。王条有限，回路羁缠。四蛇不顺，二鼠侵牵。风灯不久，逝暎难延。生颜已谢，会凑黄泉。遗留信服，空赍庭前……

文中“前王”指建立西汉金山国（910-914）的张承奉，“曹公”指取代张承奉的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范海印在曹议金时期被升迁为释门僧政，并且曾以使者身份出使中原朝廷，即“东游五岳，奏对朝天”，但在后来出使于阗时不幸命终。又《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门”载:

(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十月，沙州僧兴赍表辞，回纥阻隔。回纥世世以中国主为舅，朝廷亦以甥呼之。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处置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辞其事。

这次以僧人出使后周是在曹议金之子曹元忠时期，当时的归义军辖区基本上仅为瓜沙二州，周边均是各民族政权，如引文中“回纥阻隔”即是指沙州东面的甘州回鹘政权。归义军节度使还常派遣僧人以使者身份出使周边各民族政权。如S.8702+ S.8681《释门法律惠德状》云：

惠德去载出使甘州，今年五月又缠盘于阗使，於邓马步面上借白练壹匹，今又被差使西州，而家中缺乏人力，请缓还欠练。

虽然僧侣可以参与政治，但他们仅仅是作为“释吏”，即以释子身份参与政治、比拟俗官的。如P.4638《清泰四年(937年)都僧统龙辩等牒》载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等在向远征甘州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的陈谢状中云：“右龙辩等忝为释吏，一无助君之功……伏为奉守城治，不敢专擅。谨遣都头张信盈，往彼驰状陈谢。”显然，这里龙辩等僧官是以释吏的身份“奉守城治”的，而且文中语辞非常谦卑。
其实，虽然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均支持佛教的发展，但是佛教僧侣的地位在下降，这一点在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中亦有体现。

僧人以“释吏”身份直接参与敦煌归义军政权是与敦煌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的。吐蕃在公元786年攻占敦煌以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如政治上，废除了唐朝的乡、里制度而代之以部落、将制，土地制度上亦实行突田制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吐蕃本部僧人参政的现象在敦煌地区亦得以实行，如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僧人智照曾任“瓜沙大行军都节度幕府判官”（见P.2991V）和“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见P.3726）。当吐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结束以后，继而建立的归义军政权依然将僧人参政的现实沿袭了下来。

三、对僧团进行管理

虽然吴越诸王与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均崇奉佛教，但双方又注重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同时，管理的内容又是多方面的，如剃度、戒坛、修习、寺院经济，等等。
这里我们主要是以任免僧官以及寺院纲管为中心对两者管理的异同进行比较说明。

吴越国寺级以上僧官主要有僧统、都僧正、僧正、国师和功德判官等，而这些僧官在此前唐代佛教历史上曾出现过并在当时依然存在。
吴越诸王对寺级以上僧官如僧统、都僧正、僧正、国师和功德判官等可以直接进行任命。如《吴越国故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并序》载：

大师俗姓钱氏，法号令因，即今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第十九子也……于是年始十三，于梁乾化三年四月十日申请住持安国罗汉寺……（贞明）六年，加授两浙僧统。龙德三年……改授吴越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

这里钱鏐就是授出家之子令因为两浙僧统、吴越僧统等僧官的，至于寺院纲管如住持等亦由吴越国主任命。如前引钱鏐于梁乾化三年（913）任令因为安国罗汉寺之住持，又钱弘俶于965年命彥求住持功臣院、慧居住持上寺、行明住持大和寺、遇安住持北关倾心院和天龙寺，
《宋高僧传·晋永兴永安院善静传》载：“忠献王钱氏（钱弘佐）造龙华寺，迎取金华梁傅翕大士灵骨道具，寘于此寺树塔，命照住持焉。”
可见，无论寺级以上僧官还是寺院住持均可以由吴越国王任命。
曹氏归义军政权对僧团的管理则与吴越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归义军政权设有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务机构——都司及其僧官系统。都司的设置很早，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存在，至曹氏归义军时期该机构犹存。都司下又设各种分司，如仓司、儭司、行像司、道场司、经司、招提司等，在都司还设有凌驾于寺院之上的都司僧官。但是由于敦煌的僧官制度在吐蕃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吐蕃统治者除在敦煌设立模仿唐朝的都僧统、都僧政等职外，还设有法律、都法律、教授、都教授、判官、都判官等职，故曹氏归义军时期，这些僧官基本上亦被沿袭下来。
都司的这些僧官从都僧统至法律，一般均由归义军节度使直接任命，
这一点同吴越国王任命僧官的情形基本一致。都僧统通过都司有效地控制了其所辖寺院，协调统一的宗教活动，监管僧尼行为，而归义军节度使则通过对都僧统等僧官的任免、发号施令等将庞大的佛教教团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
其次，对于寺院纲管的任命方式有别。从研究结果可知，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三纲和职事僧的选任一般由全寺徒众公开民主推荐选举上报都僧统任命。这与吴越国寺院住持由诸王任命是不同的。
同时，在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寺院内部，除了传统的寺院三纲寺主、上座、维那外，从原来的都司僧官，如僧政、法律、判官等中分化出寺级僧政、法律、判官，这些僧职与传统的寺院三纲一起组成了新的寺院纲管体系。
从文书记载来看，寺级法律的选任有时可能亦由本寺徒众公开民主推荐选举上报都僧统任命。如S.4760《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圣光寺阇梨尼修善等请戒慈等充寺职牃并判辞》载：

圣光寺阇梨尼修善等。

请晚辈尼戒慈充法律、愿志充寺主、愿盈充典座、愿法充直岁。

右件尼虽为晓（晚）辈，并是高门。戒行以秋月俱明，德业共春花竞色。况且圣光之寺，相承古迹，鸿基净室，金田继踵，未尝坠陷。而乃常住糟粕，切籍有功之人；帑库珍财，贵要英灵之众。昨者，合徒慎选，总亦堪任准请，若不佥升，梵宇致令黎坏。伏望都僧统大师特启明镜，洞鉴晚辈之尼，察照众情，赐葺招提之业。允垂判凭。伏请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岁十一月日圣光阇梨尼修善以寺徒等牃。

可见，寺级法律、寺主、维那等纲管是由本寺徒众推荐而由都僧统任命的。虽然寺级纲管由都僧统而非节度使直接任命，但是由于都僧统向节度使负责，且都司僧官由节度使任免，故实际上寺院纲管依然是在节度使的掌控之下。
四、结 语

作为五代宋初时期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两个独立政权，吴越国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均支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在吴越国与归义军政权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双方统治者又均注重对佛教教团进行管制。但是由于受地理条件、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在双方与佛教关系的具体表现中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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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杜继文 魏道儒等《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五章第二节即采用此说。


�关于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有大历十二年、建中二年、贞元元年、贞元二年、贞元三年及贞元四年等说法，学界一般采用贞元二年（786）说。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8页。


�《十国春秋》卷88，第1274页。


�参见诸葛计、银玉珍编《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139和176页。又阮 元编《两浙金石志》卷4，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29页。


�以上记载见《十国春秋》卷79，第1122、1124、1126、1127、1128页。


�参见《吴越史事编年》，第225，227，233，和242页及《两浙金石志》卷4，第10页。


�参见《吴越史事编年》，第232页。


�以上记载见《十国春秋》卷80，第1137、1138、1139页。


�以上记载见《十国春秋》卷81，第1152、1153、1154、1159、1162、1164、1165页。


�《十国春秋》卷82，第1183页。《宋史》卷480亦云钱弘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


�参见《吴越史事编年》，第313-314页。


�参见《吴越史事编年》，第352页。


�[清]王士禛 原编、郑方坤 删补、戴鸿森 校点《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十国春秋》卷81，第1154页。


�季羡林 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26-627页。


�关于这些洞窟的窟主、营建时间等问题参考以下研究成果：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2-146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95年第5期。郭俊叶《莫高窟第454窟窟主再议》，《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21-24页。


�马 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2-146、369-371页。


�《十国春秋》，卷81，第1153页。


�马 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5-252页。


�《十国春秋》卷79，第1117页。


�《十国春秋》卷89，第1283页。


�《十国春秋》卷89，第1284-1285页。


�曾国富《五代吴越国崇佛的原因及其影响》，《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 第107页。


�黄绎勋《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中华佛学学报》第17期，2004年，第123-147页。


�何灿浩《吴越佛教片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80—81页。


�曾国富《五代吴越国崇佛的原因及其影响》，《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 第107—109页。


�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50-61页。


�关于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释吏”身份的详细讨论，请参苏金花《从“方外之宾”到“释吏”——略论汉唐五代僧侣政治地位之变化》，《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109—116页；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53-54页。


�沙武田《供养人画像与唐宋敦煌世俗佛教》，《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76-77页。


�关于吴越国对佛教僧团的管理，黄绎勋先生有过详细论述。参《吴越诸王（893—978）与佛教》，《中华佛学学报》第17期，2004年，第123-147页。


�关于吴越国的僧官制度，可参考释智学《永明延寿と吴越佛教》〉，《冉云华先生八秩华诞寿庆论文集》，法光出版社，2003年，第563-603页。


�[清]陆心源 编《唐文拾遗》卷52，第264页，[清]董 诰等编《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读全唐文札记）》（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又[清]阮 元编《两浙金石志》卷4，艺文印书馆，1966年，第5页。


�参[宋]赞 宁撰，范祥雍 点校《宋高僧傳》，中华书局，1987年，第700页和《景德传灯录》，《大正藏》51册，第425页下栏和424页、425页中栏。


�[宋]赞 宁撰，范祥雍 点校《宋高僧傳》（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313页。又《十国春秋》卷80和《咸淳临安志》卷77亦记有此事。


�关于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官的讨论参考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第31册，京都，1961年，第117-198页。又载《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2年，第331-360页。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载《东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第281-302页。谢重光《吐蕃占领时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52-61页。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0-78页。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205-223页。陆离《吐蕃僧官制度试探》，《华林》第3卷，中华书局，2003年，第77-90页。陆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93-98页。


�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敦煌佛教之关系新探》，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175页；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15页。又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8-74页。 


�郑炳林《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15页。又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8-74页。


�王祥伟《敦煌寺院纲管新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85－189页。





